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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实施成效评估的基础是构建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
关键是选择合适的评估方法.基于马克思城乡发展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构建了多维

度城镇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长沙及全国其他大中城市宏观面板数据,运用合成控

制法评估了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对城镇发展质量的系统影响.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

综合试点政策虽然提升了城镇综合发展质量,但政策边际效应呈递减趋势.而且试点政策

对城镇发展各维度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表现为对经济发展维度与环境发展维度的影

响呈现出“此升彼降”的反向关系;相对于社会发展维度,试点政策对城乡发展维度的边际效

应更加稳定.从城镇发展质量评价指标的权重看,公共医疗服务水平的边际提升,对提高城

镇综合发展质量的贡献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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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和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有力支撑.作为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镇化是一个国家不可逾越的历史发展

过程[１],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２０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６０％,按照世界城镇化发展规

律,仍处在３０％~７０％的快速发展阶段.为应对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挑战,全面提高城

镇化发展质量,２０１４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以下简称«规
划»),提出要积极进行改革创新,选择不同区域不同城镇分类开展试点政策;同年国家发改委、住建部

等１１部门联合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总体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将全国６２个城

镇列为第一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率先探索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路径.当前,中国正处在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面对国内外复杂变局,党中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城镇发展作为内需最大潜力所在,新型城镇化发展

战略承载着尤为艰巨的历史任务.

２０１８年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的第一批试点任务基本完成,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规
划»在２０２０年也已进入最后一年,但作为新时期国家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先行先试政策,新型城镇化综

合试点政策对试点地区城镇发展质量所产生的政策效应如何? 城镇发展质量是否得到全面、均衡提

升? 对其他地区及后续的试点工作有何借鉴意义? 本文以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为出发点,以国家第

一批综合试点典型地区长沙市为例,全面评估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对城镇发展质量的影响,既可

以回顾总结试点地区在试点政策推行后城镇发展质量的变化过程,也可以为中部地区以及全国其他

大中城市的城镇发展质量提升提供有益借鉴与重要参考,推动中国城镇化持续高质量发展.



目前,关于城镇发展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及其影响因素两个方面.
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方面,叶裕民[２]立足于城市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两个方面,构建了包含经

济、基础设施和人口现代化三个维度的指标体系,发现全国范围内城乡一体化程度较低;国家城调总

队福建省城调队课题组[３]在叶裕民的基础上将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等纳入城市化质量的评价体系,对
华东六省(上海除外)的城市化发展质量进行评价,涉及生态环保方面的评价体系思想开始形成.魏

后凯等、蓝庆新等以及 You基于城镇发展水平、推进效率和协调程度三个角度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
分别对中国２８６个地级市、３１个省份以及上海市的城镇发展质量进行评估[４Ｇ６].曹文明等进一步从

经济、环境、社会、人口和城乡协调五个维度对湖南省城镇发展质量进行评价,发现湖南省城镇发展已

进入提升质量为主的转型阶段,但存在区域间的不平衡[７].至于城镇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

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产业结构[８]、产业布局[９];二是技术、机构创新能力[１０];三是财政支

出[１１]、土地和户籍[１２]等相关政策对城镇发展质量的影响.
通过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在城镇发展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以及城镇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

方面,学术界已做了大量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外,城镇发展质量除了受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及地域差异影响外,还会受到相关公共政策的影响,尤其是与城镇发展质量密切相关的发展规划.
遗憾的是,关于公共政策对城镇发展质量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而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作为中国

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创新性先行先试政策,对于它的评估更为鲜见.«规划»和«方案»提出,要建立健

全新型城镇化统计监测与评价指标体系,定期开展试点工作绩效评估,以不断优化试点实施方案和保

障措施,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思路.鉴于此,本文以长沙市为例,在构建城镇发展质量评价体系的

基础上,利用合成控制法重点评估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对试点城镇的系统影响,为政府不断调整

优化试点政策、推进中国城镇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证据支持.

　　一、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１．新型城镇化的思想内涵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顺应时代变化对城镇发展战略做出的重大调整.“新”并不是

指与过去城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截然不同,而是指它的内涵、推进战略有所不同.
(１)社会的全面进步.发展新型城镇化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１３],其在提高社会全要素生

产率的同时,又能够富裕农民、造福人民,全面提升生活质量.与传统城镇化不同,新型城镇化在城镇

布局、城乡融合发展以及城镇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体现出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它强调在构建大中小

城市、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同时注重加强新农村建设,并以城镇综合承载力为支撑,推进经济、公共服

务、生态等多个方面的协调持续发展.
(２)人的全面发展.推动人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目标[１４],人民的利益始终是发展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而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正是“人的城镇化”.«规划»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公平共享的

原则,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他们享有城镇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实现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高质量发展.
综上所述,新型城镇化是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１５],两个全面相辅相成,

社会的全面进步能更好地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能够带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具体来看,
新型城镇化是以新型工业化为基本动力,以全面提高城镇发展质量为目的,以可持续和协调发展、以
人为本为核心,以城乡统筹、产业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为基本特征,在构建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协

调发展的同时注重加强新农村建设,最终实现城乡互促共进、人民美好生活得到满足的高质量城镇化

发展道路.

２．城镇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信度检验

公共政策成效评估的基础是构建科学的评估标准.但现有文献在构建城镇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

系时往往忽视理论基础的阐述,相关指标的选取具有较大主观性;进一步梳理关于城镇化发展历程、
思想阐释、演化逻辑等文献发现,人们通常使用马克思的城乡发展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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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及系统论等经典理论进行阐述.因此,本文借鉴经典理论和已有研

究[５,１６Ｇ１７],并结合当前国家有关政策重点内容,拟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环境发展与城乡协调发展４
个维度构建城镇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图１).

图１　城镇发展质量评价体系的理论框架

　　(１)经济发展.城镇化促进经济发展而又从属于经济发展[１５].城镇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１８],
经济增长必然带来城镇发展质量的提高.内需作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其扩大的最大

潜力在于城镇发展,所以城镇高质量发展又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１３].马克思在产业

结构理论中也强调了工业对城镇发展的推动作用,指出大工业生产方式通过集中资本和劳动力,创造

出比传统农业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收益率[１９].但随着生活方式的变革,第三产业在城镇经济发展中

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２０].因此本文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两个方面来反映城镇经济发展质量,选
取 GDP增长率、人均 GDP和第二、三产业占比作为具体的指标.

(２)社会发展.根据马克思的观点,随着城镇工业的发展,“人口也像资本一样地集中起来”[２１],
人口的聚集又成为城镇发展的必要条件.聚集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１３],对基本社会保障与公共

服务也有着更高的要求,而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城镇发展的基础目标①,当其得不到保障

时,人的全面发展也就失去了最终的价值和意义[２２].同样,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能够不断推进

社会发展的进步[２３].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信息化是工业化发展到更高阶段的社会表现,新型

城镇化与智能化、数字化融合发展的智慧城市成为必然趋势.所以本文选择人口密度、恩格尔系数、
医疗机构床位数以及互联网用户数４个具体指标来表征城镇发展中的人口聚集程度、居民生活水平、
公共医疗服务水平以及科学技术发展水平.

(３)环境发展.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应和谐共处,唯有此人们才能拥有适宜的生存环

境[１４],这就要求人们在发展城镇化过程中不断减少资源的消耗,尽可能节约环境成本[２４],秉持可持

续发展理论的核心思想,注重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的协调与统一.因此,将环境发

展质量纳入城镇发展质量评价体系中,能够有效地考察资源节约集约的使用情况以及绿色、循环经济

在城镇发展中的实现情况[２５].基于此,本文从环境绿化和可持续发展两个方面来反映城镇的环境发

展质量,具体选用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生活垃圾无害处理率和城镇污水处理率４
个指标来表示.

(４)城乡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容,是综合反映提高农村生活质量,缩小

城乡收入差距程度的重要指标.虽然中国的城镇化经历了一系列快速发展,但城镇化率远低于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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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０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指出:“我国城市化道路怎么走? 关键是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作为城市发展的基础目标.”



国家以及相近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１３].马克思城乡发展思想的最终落脚点是实

现人的全面发展[２６],在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物质需要的满足是其他层次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而收

入是最直接的表现方式.当前,城乡居民的相对收入差距在缩小,但绝对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所以,
城乡居民收入绝对水平的提高与相对收入差距的缩小同样尤为重要.因此,本文选择城镇化率、城乡

居民收入及其比值来表征城乡融合发展质量.
城镇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与指标权重①如表１所示.同时,为保证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本

文利用克隆巴赫系数法②进行相关信度检验,得到信度系数值为０．８１５,大于０．８,说明本文构建的评

价体系内在信度是可接受的,评价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表１　城镇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 指标层 指标含义

经济发展
(０．１５４)

人均 GDP(０．０９７) 当年不变价 GDP除以地区常住人口数量,反映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规模

二、三产值占比(０．０３２) 第二、第三产值占地方生产总值的比例,用来反映城镇化发展产业结构现状

GDP增长率(０．０２５) 由不变价 GDP核算的年度增长率,反映经济发展的速度

社会发展
(０．３７７)

人口密度(０．１１０) 指生活在城市范围内的人口稀密程度,反映地方劳动的相对富裕程度

床位数(０．１１３) 医疗机构床位数,指医院和卫生院的总床位数,用来反映社会医疗能力

互联网用户数(０．０７３) 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不含手机上网用户),反映城镇信息化水平

恩格尔系数(０．０８１) 城镇居民家庭食品支出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比例,反映家庭基本生活情况

环境发展
(０．１９５)

绿地面积(０．１１２)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指公园人均面积占有量,展示居民生活的生态环境质量

绿化覆盖率(０．０３０) 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占建成区总面积的比重,反映城镇整体生态绿化水平

垃圾处理率(０．０２０)
无害化处理的城镇生活垃圾量占城镇垃圾总量的比重,反映城镇资源回收

利用效率

污水处理率(０．０３３) 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排量占污水总排量的比重,衡量城镇污水收集完善程度

城乡发展
(０．２７４)

城镇化率(０．０６９) 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反映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和聚集程度

城镇居民收入(０．１０８)
城镇家庭总收入扣除交纳的个人所得税和个人交纳的各项社会保障支出之

后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用来衡量城镇居民收入

水平和生活水平

农村居民收入(０．０６８)
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扣除各类相应的支出后,用于最终消费、非义务性支出

以及储蓄的人均收入(即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反映农民家庭实际收

入水平

城乡收入比(０．０２９)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居可支配收入,数值越接近１,一体化

水平越高

　注:括号内数字为指标权重.

　　二、样本数据与研究方法

　　１．样本数据

长沙市是国家统计局划分的全国３５个大中城市之一,因此,依据研究对象的可比性、地区分布的

平衡性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原则,从全国３５个大中城市中筛选对照组样本城市.具体而言,剔除

９个非长沙的试点城市(宁波、大连、青岛、石家庄、长春、哈尔滨、武汉、广州、重庆),指标缺失严重的１
个城市(乌鲁木齐)以及１个没有农民与农村建制的城市(深圳)后,最终选定全国２３个大中城市作为

潜在对照组.
本文所使用的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２４个大中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

各省市统计年鉴.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部分指标由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对少量年份缺

失的指标数据,采用均值法予以插补.为保证面板数据中相关指标的年度可比性,本文中人均 GDP、
城乡居民收入等涉及收入的变量,均以２００６年为基期进行平减计算.

８７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５５期)

①

②

指标权重由熵值法计算得出,限于篇幅未详细报告,作者备索.
信度检验是一种度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稳定性与可靠性的有效方法,常用的信度检验方法有内部一致性信度、折半信度、平行信

度等,本文根据具体研究内容选用克隆巴赫系数法这一社会科学研究最常使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方法.



２．研究方法

公共政策实施成效评估的关键是选择合适的评估方法,随着双重差分(DID)和倾向得分匹配

(PSM)等方法被引入到经济学研究以来,国内外学者逐渐将它们运用到评估公共政策效果的研究

中,其中DID作为项目评估和政策施行效果研究的主流方法得到广泛应用.而使用DID的前提条件

是要严格遵循处理组与对照组具有共同发展趋势,但其他地区与长沙市在经济水平、地理区位等方面

存在显著差异,即使未被列入试点城市,其城镇发展质量的变动轨迹也未必一致,如果将其作为长沙

的对照组可能会产生较大偏误,限制了DID评估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为克服上述方法的不足,Abadie等基于“鲁宾的反事实框架”提出了一种新的政策评估方法———

合成控制法(syntheticcontrolmethods,SCM),并使用该方法对无恐怖主义活动的西班牙巴克斯地

区进行模拟,估计恐怖主义活动对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２７].近年来,合成控制法在社会公共政

策评估中也得到广泛应用[２８].根据合成控制法,假设有N＋１个地区,地区１(长沙市)在T０ 期(２０１４
年)后实施了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而其他N 个地区没有受到试点政策的干预.首先,用Y１it 和

Y０it 分别表示地区i受到和未受到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干预时的潜在结果,那么试点政策的因果

效应为:

τit＝Y１it－Y０it(i＝１,２,􀆺,N ＋１;t＝１,２,􀆺,T０) (１)
然后引入虚拟变量Dit 表示地区i在t期是否实施了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若已实施,Dit＝

１,否则为０.则地区i在t期观测到的城镇发展质量结果为:

Yit＝DitY１it＋(１－Dit)Y０it＝Y０it＋τitDit (２)
在t＞T０ 期,能够观测到政策实施后的长沙城镇发展质量为Y１１t ,但无法观测到未实施政策的

长沙城镇发展质量Y０１t .为了估计在政策实施后长沙城镇发展质量的反事实结果,本文采用 Abadie
等提出的模型[２９]来估计:

Y０it＝δt＋θtZi＋λtμi＋εit (３)
其中,δt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Zi 是可观察到的 (K×１)维变量;λt 是一个 (１×F)维无法观测到

的公共因子向量;μi 是 (F×１)维系列向量,表示不可观测的地区固定效应;εit 是各地区不能观测到

的短期冲击,其均值为０.
为估计反事实结果Y０１t ,需要对其他N 个地区赋予适当的权重来合成对照组,设 (N×１)维权重向

量为W ＝ (w２,w３,􀆺,wN＋１),为避免外推造成的可能偏差,该权重满足wi ≥０且w２ ＋w３ ＋􀆺 ＋
wN＋１＝１,对每个潜在对照组地区的变量值进行加权得到合成控制的模型:

∑
N＋１

i＝２
wiYit＝δt＋θt∑

N＋１

i＝２
wiZi＋λt∑

N＋１

i＝２
wiμi＋∑

N＋１

i＝２
wiεit (４)

假定存在最优权重向量 (w∗
i 􀆺w∗

N＋１),使得

∑
N＋１

i＝２
w∗

i Yit＝Yit(t＝１,􀅰􀅰􀅰,T０;∑
N＋１

i＝２
w∗

i Zi＝Z１) (５)

Abadie等通过递归法[２９]证明了如果 ∑
T０

t＝１
λ′tλt 为非奇异矩阵,则有:

Y０it－∑
N＋１

i＝２
w∗

i Yit＝∑
N＋１

i＝２
w∗

i ∑
T０

s＝１
λt(∑

T０

n＝１
λ′nλn )－１λ′tεis －ε１s( ) －

∑
N＋１

i＝１
w∗

i (εit－ε１t) (６)

可以证明,在一般条件下,上式结果趋近于０,因此,长沙市的反事实结果可以用合成对照组进行

表示,即 ∑
N＋１

i＝２
w∗

i Yit 可以很好地近似Y０１t ,从而得到试点政策效应的估计值:

τ
︿
it＝Yit－∑

N＋１

i＝２
w∗

i Yit(t＝T０＋１,􀅰􀅰􀅰,T)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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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城镇发展质量的评价分析

　　１．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对城镇综合发展质量的影响

利用合成控制法,计算出合成长沙的对照组城市权重,如表２所示,其中福州市所占权重最大,为

０．２７５,其他较大权重的城市依次是北京、贵阳、合肥和西安,表明在试点政策之前长沙的城镇综合发

展质量变动趋势可以通过这五个城市加权最好地拟合出来.
表２　城镇综合发展质量中对照组城市权重

城市 权重 城市 权重 城市 权重

合肥 ０．１７１ 福州 ０．２７５ 贵阳 ０．１７８

西安 ０．１６６ 北京 ０．２１０

　　图２描绘了长沙与合成长沙在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的城镇综合发展质量变化路径,在试点政策实施

(２０１４年)以前,长沙与合成长沙的发展路径总体重合,表明合成长沙基本复制了政策实施之前真实

长沙的发展路径.政策实施后,长沙的综合发展质量路径开始明显位于合成长沙的上方,表明试点政

策有效促进了城镇综合发展质量的提升.结合图３进一步分析,假设没有实施综合试点政策,２０１８
年合成长沙的城镇综合发展质量指数为６９．６６,与实际的城镇综合发展质量指数相差１．２４,下降率为

１．７８％.
为了更直观地观察试点政策对城镇综合发展质量产生的影响,图３计算了长沙与合成长沙的城

镇综合发展质量潜在差异.在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政策实施之前,城镇综合发展质量的潜在差异在

(－０．６０,０．２８)范围内波动;２０１４年之后潜在差异值持续为正且处于上升状态,在２０１６年达到了最大

值,超过了１．６.在此之后,差异值逐渐变小,但仍为正值.

图２　长沙与合成长沙城镇综合发展质量的变化路径对比 图３　长沙与合成长沙城镇综合发展质量的潜在差异

　　基于以上分析发现,在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实施之后,长沙的城镇综合发展质量得到了明显

的提升,但政策对城镇综合发展质量提升的边际效应递减.

２．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对城镇各子维度发展质量的影响

城镇综合发展质量的高低受到各子维度发展质量的影响,为全面客观评估试点政策效应,接下来

分别对城镇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城乡发展质量的政策效应进行评估,得到图４真实长沙与合成长沙

各子维度发展质量的变化路径①.
总体看来,各子维度的发展质量一直处于上升阶段.在试点政策实施前,长沙与合成长沙各子维

度发展质量的路径几乎完全重合,说明合成长沙可以很好地复制长沙的不同维度发展质量路径.进

一步分析,试点政策实施后长沙的社会和城乡发展质量的发展路径明显高于合成长沙,说明试点政策

对两者产生了积极的正向作用.在经济发展质量方面,政策初期的效果并不显著,但是在２０１６年后,
出现明显提升,然而环境发展刚好与其相反,且变动幅度大于经济发展质量.

０８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５５期)

① 限于篇幅,在对各维度发展质量的分析中,未列示合成长沙的各城市权重与相关指标均值,作者备索.



图４　长沙与合成长沙城镇子维度发展质量的变化路径对比

　　同样,图５为政策实施前后长沙与合成长沙各维度的发展质量差异,对比发现,在政策实施后,潜
在差异值基本都为正值,说明试点政策有效提升了城镇各维度的发展质量,但不同维度间存在显著差

异.具体看来,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间,在经济发展质量上,处理组与对照组的潜在差异为负值,但２０１６年

之后,两者间的潜在差异开始变为正值,说明试点政策提升了经济发展质量;而在环境发展质量方

面,潜在差异的正负变动与经济发展恰好相反,并且差异的波动程度更明显,表明经济与环境发

展质量之间未能同向均衡提升;而相对于社会发展质量,试点政策对城乡发展质量带来的提升

作用更加稳定.

图５　长沙与合成长沙各维度发展质量的潜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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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上述评估结果的可靠性,接下来利用随机置换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①.其原理是假设

政策效应不显著,然后在对照组样本城市中随机抽取一个城市,假设其实施了试点政策,并通过合成

控制法估计政策效应,如果该城市城镇发展质量真实值与合成值的正向差异很大,甚至超过长沙与合

成长沙之间的差异,说明不能提供试点政策对城镇发展质量具有显著影响的有利证据,反之则不能拒

绝试点政策带来的显著政策效应.
首先,选择两个合理的对象进行城镇综合发展质量的稳健性检验,一个是合成长沙中权重最大的

福州,另一个是零权重的郑州.从图６可以看出,福州和郑州真实的城镇发展质量与合成的城镇发展

质量在２０１４年之后的差距并不明显,表明试点政策并没有对它们的城镇综合发展质量产生促进作

用,从侧面反映了试点政策对长沙综合发展质量的促进作用.

图６　福州、郑州与合成福州、郑州的城镇综合发展质量路径

　　进一步,将所有对照组城市假定为处理对象,对其逐一进行试验,并计算出政策实施所带来的潜

在差异.以城镇综合发展质量为例,在剔除９个拟合效果差的城市后,共得到１５个城市的政策效应,
相应的显著性检验见图７.

图７　各城市城镇综合发展质量潜在差异分布

　　图７中的黑色实线与图４相同,是试点政策对长沙城镇综合发展质量的影响,浅色线是其他１４
个城市作为处理组得到的伪政策效应.可以看出,２０１４年后长沙与其他城市的差距开始拉大,位于

其他城市的外部,这表明试点政策提高了长沙城镇综合发展质量,同时也只有１/１５,即６．６６％的概率

出现该黑色实线(这类似于统计推断中的显著水平).因此,可以认为长沙的城镇综合发展质量提升

在１０％以内的水平上是显著的.类似地,进一步检验政策对城镇子维度发展质量产生的影响是否显

著,通过图８可以发现,各子维度在统计上也都是显著的②.

２８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５５期)

①

②

除随机置换检验外,本文还进行了更换政策实施时间的反事实检验,结果同样显著.限于篇幅未予报告,作者备索.
经济发展质量差距出现的概率为７．６９％,社会和环境发展质量差距出现概率为７．１４％,城乡发展质量差距出现概率为５．３％,都
在１０％水平内显著.



图８　各城市城镇子维度发展质量潜在差异分布

　　四、政策启示

　　本文在科学构建城镇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长沙及全国其他大中城市的宏观面

板数据,运用合成控制法评估了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对城镇发展质量的系统影响.主要研究结

论如下:(１)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提升了城镇综合发展质量,但政策边际效应递减.测算结果显

示,如果不实施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试点地区的城镇综合发展质量在２０１８年将达到６９．７７,而
实施试点政策后实际提升到７１．０１,即试点政策使得试点地区的城镇综合发展质量增加了２．０３％.进

一步分析发现,在政策实施初期,试点政策对试点地区城镇综合发展质量的提升效果显著,处理组与

对照组的潜在差异逐渐扩大;但随着试点政策实施时间的延续,两者的潜在差异开始缩小,表明政策

效应呈现出递减趋势.(２)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对城镇各子维度发展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尤其

是对经济与环境潜在差异的正负影响具有交替性.具体表现为,试点政策对经济发展维度与环境发

展维度的影响效应呈现出“此升彼降”的反向关系,这说明在试点政策推行的过程中,经济与环境发展

质量的提升可能存在以牺牲对方发展为代价的情况.(３)从城镇发展质量评价指标的权重看,公共医

疗服务水平的权重最大,表明公共医疗服务水平的任何改善,对提高城镇综合发展质量的贡献都将大

于其他指标.

２０２１年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对“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进行了战略部

署,并指出当前“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力和

水平,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其中,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是新时期

重点发展领域之一,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城镇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第一,重点提高城乡公共医疗服务水平.研究表明,公共医疗服务水平的边际提高对城镇综合发

展质量提高的贡献度(亦即敏感度)最大,所以,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应重点提高城

乡公共医疗服务水平,提升应对重特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保证医疗卫生机构及其床

位数、卫生人员总数随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同步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的医疗服务需

求,实现“病有所医”.如面对２０２０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迅速陷

入停滞,而那些公共医疗服务体系完善、防疫措施得当的地区,则能够较快地走出疫情影响,恢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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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这深刻彰显了公共医疗服务水平对于城镇高质量、强韧性发展的重要意义.第

二,推进“两型”城镇化建设,发展新型循环经济.不可否认,经济发展仍是当前的第一要务,但针对新

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在推进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环境发展之间协调性不足的现实困境,应秉持“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注重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的“两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循环经济

发展,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发展道路,避免出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高昂的环境成本,实现可持

续的经济与环境发展目标.第三,不断调整优化、“升级迭代”新型城镇化发展政策.政策驱动是促进

城镇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但边际效应递减是经济学的普遍规律,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对城镇

综合发展质量的影响效应同样呈现出递减趋势.因此,为持续发挥政策的引领与推动作用,应定期监

测评估并实时掌控新型城镇化建设情况,建立政策的动态退出机制,适时调整优化、“升级迭代”新型

城镇化战略,实现中国城镇的持续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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